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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数据环境与定量城市研究

纵观城市科学的发展历史，从对城市现象的记载、描述，到

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再到对城市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最

后发展到用系统乃至复杂系统的观点看待城市，其发展历程经

历了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的过程 [1]。在我国城市规划逐渐由过去

二三十年的“大拆大建”向精细化规划编制与管理转型的背景

下，定量城市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近年来信息通

信技术的进步与普及为定量城市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数据来源，

其中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大数据，也包括来自商业网站和政府部

门的开放数据，共同构成了了解城市系统运行规律的重要基础，

并推动了定量城市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上的多方面变

革。本文试图对当前我国定量城市研究的几项主要变革趋势做一

梳理与总结，并就学科发展相关问题提出思考，希望引发国内学

界的关注与进一步研究。

1.1  新数据环境
近年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智能终

端、频射识别（RFID）、无线传感器等装置产生的数据量与日俱

增；同时，随着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对互联网的依赖性不断加强，

网络平台（主题网站、社交网站、搜索引擎等）也在产生着大量

数据信息 [2]——据统计，如今全世界每天产生的数据量高达 2.5
艾字节（EB，260）——这种高容量、高速度、多样性的大数据

流正在日益成为我国规划学界的关注热点；此外，各种政府和商

业开放数据项目和志愿地理信息项目（VGI: Volunteer Geographic 
Information）也在扩充着城市研究者的数据基础。这三类数据

共同形成了有别于传统调研和统计数据的新数据环境（new data 
environment）。

与传统数据相比，新数据环境主要呈现出精度高（以单个的

人或设施为基本单元）、覆盖广（不受行政区域限制）、更新快（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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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近年来新数据环境下的城市研究变革。首先介绍

了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形成的新数据环境和国内外定量城市研究概

况，然后围绕典型案例对当前定量城市研究的四项变革及相关实践

展开讨论，最后提出相关思考。本文认为，新数据环境推动了定量

城市研究的四大变革：（1）空间尺度上由小范围高精度、大范围低

精度到大范围高精度的变革；（2）时间尺度上由静态截面到动态连

续的变革；（3）研究粒度上由“以地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变革；

（4）研究方法上由单一团队到开源众包的变革。在变革的同时，当

前定量城市研究也面临着数据有偏、多现状研究少远景判断、多客

观认识少规划启示，以及规划理论和学科发展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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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每日、甚至每分钟更新）等特点。它不仅意味着更大的数

据量，更反映了数据背后关于人群行为、移动、交流等活动的

丰富信息，与新型城镇化时期“以人为本”、“存量更新”、“自

下而上”等城市规划理念不谋而合，被认为是促进城市规划科

学化与城镇治理高效化的有力工具，也因此为相应的学术研

究、规划实践和商业咨询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1.2  定量城市研究
定量城市研究（quantitative urban studies）是指在一定

理论基础之上，采用各种数据和技术方法，致力于探索城市

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诊断城市问题、模拟城市运行、评估发

展政策、寻求解决方案的科学研究方法，可应用于支持城乡

规划现状分析、方案编制与方案评估等各个阶段。当前的定

量城市研究并非单纯传统意义上的规划信息化或规划新技术

的应用，而更注重对城市现象客观、直观、全面的分析，并

通过多种媒介将分析结果传达至政府、规划师、专家学者和

城市居民，从多方面提高城市规划与相关政策制定的科学性。

在国外相关研究领域，利用新数据环境开展城市空

间与人群活动分析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催生

的大量研究可初步归纳为七种类型，包括社交网络数据

的实时描绘（real time sensing）、多种交通网络数据分析

（multiple networks）、城市新型数据系统构建（new urban 
data systems）、新型交通模型（new models of movement and 
location）、城市发展路径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 of development 
path）、新型人群移动分析系统（new models and systems for 
mobility behavior discovery），以及新型交通需求管理工具（new 
tools for governance of mobility demand）[3]。相关研究呈现出三

方面特点，首先是研究趋于片段化（fragmented），即对城市

现象的某一个具体方面的局部分析多于对城市系统的综合分

析 [3]，这与新数据环境，特别是大数据数量大、精度高，但

维度较少的特点有关；其次是分析算法趋于简单化，也就是

通过简单的时间、空间和属性层面的统计分析，就可以得到

有趣的分析结果；再次是更侧重对现状问题的识别和分析，

而非对未来的预测或模拟 [1]。

目前我国利用新数据环境开展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定量

城市研究包括①：利用公交刷卡记录研究通勤出行、城市贫

困、过度通勤、公交通勤空间结构等问题 [4-6] ；利用手机信

令数据研究城市人口分布 [7]、空间结构 [8]、商圈影响力、居

民出行距离等 [9] ；利用出租车 GPS 数据预测拥堵地点 [10] ；

利用居民活动 GPS 数据分析城郊居民日常活动时空特征 [11]；

利用社交网络位置数据和签到信息研究城市用地功能与混合

度 [12]、城市发展边界 [13]、城市活动区域划分 [14]、城市网络

信息空间结构 [15] ；利用百度指数研究区域城市网络特征 [16] ；

利用百度、高德迁徙数据研究城镇体系、居民黄金周旅游行

为等 [17]；利用大众点评数据研究餐饮业格局 [18]、餐厅选址 [19]

等；利用全国PM2.5监测的在线数据研究PM2.5污染分布 [20]；

以及利用微观尺度的人口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的城镇格局 [21]。

此外，由于我国此前的开放数据基础较为薄弱，数据覆

盖范围受限（如政府开放的空间数据多针对一个城市），且

城市与地区之间缺少统一性和横向对比性，当前定量城市研

究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对开放数据进行提取和汇

总。这一方面北京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进行了若

干尝试，代表性数据和研究成果包括：（1）搜集并空间化全

国超过 200 个城市的用地规划图，并初步拼合成“全国用地

规划图”，进而初步评价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每个城市

实际开发与规划的空间一致性②；（2）搜集全国各直辖市、

省、市和自治区的乡、镇以及街道办事处尺度的人口普查

数据，进而研究乡镇街道尺度的人口密度及其时空演变③； 
（3）获取 2013 年全国所有监测站每天、每小时的 PM2.5 浓

度数据以及每日的气溶胶（MODIS AOD）遥感影像，建立

乡镇街道尺度的全国 PM2.5 浓度地图并评价相应的人口暴露

情况④；（4）通过在线开放数据获得全国 300 多个城市的所

有公交线路和站点数据，进而开展全国范围的城市公共交通

服务覆盖率评价⑤。

从上述近三年来国内定量城市研究的进展可以看到，新

数据环境的出现与成熟带来了城市研究领域关注内容和研究

方法的较大变化，促使城市规划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进一步融

合，以及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与内容上的革新。当前我国

定量城市研究的整体框架如图 1 所示，相关研究以传统数据

和新数据环境的结合为基础，采取适当的数据处理与研究方

法，针对一系列城市规划核心问题展开。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观察到当前我国定量城市研究主要出现了四个方面的变

革：空间尺度上由小范围高精度、大范围低精度到大范围高

精度的变革；时间尺度上由静态截面到动态连续的变革；研

究粒度上由“以地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变革；以及研究

方法上由单一团队到开源众包的变革。

① 考虑到相关研究数量较多、本文篇幅有限，这里仅列出 2012 年（含）之后的国内代表性研究。
② 项目具体见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2-urban-growth-boundaries/。
③ 项目具体见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4-population-china/。
④ 项目具体见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13-pm2-5/。
⑤ 排名具体见 http://www.beijingcitylab.com/ranking/，#1 Bus Coverage of Chines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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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个变革

2.1  空间尺度的变革 ：从小范围高精度、大范围低精度

到大范围高精度

2.1.1  研究范式

在传统数据环境下，受数据收集方法的限制，城市和

区域研究在研究覆盖范围和精细度上往往很难做到两者兼

顾——大范围的研究通常以牺牲精细度为代价，而精细度高

的研究往往覆盖范围较小。因此，传统数据环境下的城市和

区域定量分析主要分为两种：一是针对单一城市作较为深入

的研究，如研究广州城市贫困问题 [22]、北京公共服务设施的

配套水平 [23] 等；二是覆盖全国或多个省市地区的区域分析，

如一些宏观经济研究，多以县、市或省为单元，研究单元较

大，难以反映小尺度信息。

新数据环境为在较大空间范围内收集高精度数据提供了

可能，如社交网络和各类商业网站数据往往覆盖全国且以人、

车、商户等个体为基本单位，可充分满足精细化的分析需求，

而对某些传统数据的有效整合也有利于拓展数据的广度与精

度。如以往人口密度研究主要在区县尺度，属于宏观分析的

范畴，在新数据环境下则可将研究尺度缩小至乡镇街道级别，

不仅促进了研究范围和精度的提高，且有助于呈现以往难以

发现的新问题。国外相关研究包括，拉蒂（Ratti）等通过英

国全境一个月内的 120 亿条通话记录重新划定了英国的城市

和区域范围 [24] ；贝克尔（Becker）等利用带地理标签的推特

（Twitter）数据进行了人群活动类型识别，并结合多主体建

模方法构建了英国利兹市（Leeds）的城市动态模型 [25] ；罗

森菲尔德（Rozenfeld）等利用高精度的英（200×200m）、美

（街区尺度）两国全国人口调查数据研究了人口聚集规模 [26]；

萨格尔（Sagl）等利用手机信号数据和 Flickr 照片数据研究

了多个欧洲城市市民和游客的时空行为 [27] ；等。

针对这一数据特点，龙瀛等提出了“大模型”研究范式，

试图通过这一范式在城市模型研究中兼顾覆盖区域乃至全国

的研究范围与精细化的城市模拟单元 [28]。大模型是由大规模

数据驱动的大样本量城市研究工具，主要以全国或区域为研

究对象，一般采用简单直接的建模路径，既考虑城市内部在

精细尺度上的发展动态，也考虑城市间的要素流动和网络联

系，较好地在一个研究范式下兼顾了城市内和城市间两类城

市研究。我们期待大模型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

相结合的研究视角，以及精细化、定量化、全面化的研究方

法为城市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发现。随着新数据环境的不断

成熟，传统城市研究的“研究地盘”概念也将逐渐弱化，异

地的学者也有望对千里之外的城市进行深入的城市研究。

在传统数据环境下，中小城市和县、镇与大城市在数据

基础和研究水平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城市研究多关注具有代

表性的大城市而忽略了二三线城市和等级更低的城市 [12]。大

模型通过关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有望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小

城市发展给予更多研究关注，消除技术差异，并系统探讨国

家和区域城市化进程中各类城市的互动关系。此外，大范围

高精度的研究趋势有利于探索我国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目

前我国共有 600 多座城市，不同学者针对不同城市采用不同

方法开展的研究往往难以进行横向比较，而以大模型为代表

的新研究范式可为一致性研究提供可能，从而在大样本城市

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我国城市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除

了笔者和合作者的研究外，我们也注意到其他学者，如高晓

路等 [29] 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2.1.2  研究案例

（1）覆盖全国所有城市的地块尺度城市增长模型

利用海量矢量地块元胞自动机（MVP-CA: Mega-Vector-
Parcels Cellular Automata Model）对全国 654 个城市的用地

扩张过程进行地块尺度的模拟，可用于预测每个城市未来五

年内在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城市扩张情况 [30]，模拟结果见图 2。
（2）利用开放街道地图（OSM: OpenStreetMap）和兴趣

点（POI: Point of Interest）数据生成全国 297 个城市的用地

现状图

针对国内城市用地数据开放度不足的问题，利用全国开

放道路地图（OSM）和兴趣点（POI）数据，对全国 297 个

城市的土地使用布局、用地功能、城市建成区范围、建设密图 1  定量城市研究框架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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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功能混合度等特征进行识别，并公开发布且提供免费下

载，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更好的研究基础 [12,13]。

作为后续研究，龙瀛和沈尧还基于导航地图和兴趣点对中国

所有城市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进行了识别 [31]。

（3）城市规划的开发控制评估

国内多个学者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开展实证研

究（主要是对城市扩张与规划进行比对），基本上都发现了

总体规划之外的不容忽视的非正式开发 [32-35]。目前多数的规

划评估工作仅限于单个城市或区域，城市间横向的实施评估

和对比还处于空缺状态。在新数据环境下，我们开展了全国

范围内横向对比和评估规划控制成效的研究，这一正在进行

的研究首先收集了全国超过 200 个城市的正在实施的城市总

体规划图（属于政府开放数据），从中提取城镇建设用地范

围即规划城市增长边界，之后将各个城市的规划建设用地分

布与通过遥感观测到的 2000—2010 年的城市扩张进行对比，

发现在“与规划的一致性”指标方面，202 个研究覆盖的城

市中有 27 个低于 50%，122 个低于 80%，后续我们还将对

该指标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4）全国城市公交站点服务覆盖率评价

目前对于中国城市公交站点覆盖率的研究多针对某个

具体城市，针对中国大多数城市寻找一般规律的研究还较

为匮乏，这一方面由于全国范围的研究涉及大量基础数据；

另一方面，在微观尺度研究大量城市涉及尺度转换问题。我

们基于来自地图网站的全国 313 个主要城市精细化的公交站

点数据，计算 313 个城市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公交站点覆盖

率，其中全国 281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公交站点覆盖率平均值

为 64.4%。基于公交站点覆盖的空间特征，我们将 313 个城市

聚合为五类，试图找到中国城市公交服务的一般模式和规律，

之后基于 Flickr 照片、位置微博和兴趣点数据，对公交站点

500 m服务范围内的人的活动及设施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该服务范围内包括了 94.4% 的设施和超过 92% 的人类活动，

即我国城市公交站点布局，满足了大多数人的活动需要和设

施需求。

2.2  时间尺度的变革 ：从静态截面到动态连续

2.2.1  研究范式

新数据环境所提供的另一重要突破是体现了不同时间尺

度上的城市动态。传统城市研究的数据来源多为政府部门统

计年鉴或抽样调查，以静态数据为主，只能反映某一时刻或

一段时间内城市所处的状态（如年鉴对应一年，出行调查多

对应一日），且由于数据取样的局限性，只能覆盖有限的空

间范围。相反，包括公交刷卡、出租车轨迹、信用卡交易记录、

在线点评以及位置微博和照片等在内的新数据环境则可以反

映个人乃至整个城市短至每秒、长至多年的动态变化，且具

有连续性高、覆盖面广、信息全面等优势 [36,37]。例如利用精

确到秒的信用卡交易记录，可以对城市每小时的销售情况进

行可视化，进而识别商圈；积累多年的信用卡交易记录，则

可以体现出人们生活与消费方式的改变，如传统书店的萎缩

和在线购物的繁荣。假设未来 1 000 年之后的考古，发现人

类的电子记录和足迹，则有望超越目前的考古发现，对此时

的人类社会进行更为全面的重现。国外相关研究已大量展开，

如冈萨雷斯（González）等通过研究 10 万人在六个月内的

手机信号位置轨迹发现，人们的出行行为实际上具有极强的

规律性 [38] ；里德斯（Reades）等通过 100 万手机用户在三个

月内的 350 万条信号记录研究了罗马的空间结构 [39] ；皮塔基

奴库恩（Phithakkitnukoon）等通过研究波士顿 130 多万条手

图 2  全国所有城市不同情景下城市增长模拟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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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信号记录发现工作地点相近的人出行模式也更为相似 [40] ；

罗斯（Roth）等通过研究一周内 200 万伦敦地铁持卡人的 
1 100 多万次地铁出行重新识别了伦敦的城市结构，并

发现了明显的多中心现象 [41] ；麻省理工大学感知城市

（SENSEable City）实验室与哥本哈根市合作，为 5 000 块

垃圾贴附地理标签，并在三个月内追踪垃圾流向，分析垃圾

回收效率；马苏奇（Masucci）等通过研究近 200 年来伦敦

路网的变化分析了伦敦的城市增长规律 [42]。笔者也利用新数

据环境开展了若干的研究工作，体现了时间尺度的变革。

2.2.2  研究案例

（1）利用一周公交刷卡记录评价北京通勤形态

龙瀛等利用 2008 年公交刷卡数据（854 万持卡人连续

一周共 7 797 万次出行），对北京市通勤出行进行了识别，得

到 22 万余人的居住地、就业地和通勤出行记录，进而对通

勤形态的时空分布进行了评价，并对典型居住区和就业地的

通勤出行进行了重点分析（图 3），如发现中央商务区的通

勤辐射范围远超上地和金融街，通州居民每日平均通勤时间

超过一小时等 [37]。需要说明的是，利用一日刷卡数据可以对

公交系统的运行进行可视化，却难以可靠地推测持卡人的居

住地和就业地以及通勤出行，而通过利用一周数据所包含的

持卡人的周期性活动，则有望解决这个问题。

（2）利用多年公交刷卡记录研究城市贫困问题

龙瀛等利用 2008 年和 2010 年北京市上千万公交卡持卡人

的刷卡记录，发现了 11.2 万在研究时间段内频繁在北京使用

公共交通的持卡人，并将他们识别为潜在城市贫困群体 [5]。这

些人是谁？在干什么？工作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家庭状况

如何？深入了解这些问题，有助于城市管理者科学制定公交线

路优化、公交补贴、产业布局、时间规划等政策。笔者基于龙

瀛等 [5] 利用每年一周的智能公交卡数据识别公交卡持卡人的

居住地、就业地和通勤出行，发现 80% 的持卡人更换了住址

（多为搬离市中心），只有 13% 的持卡人未更换工作。这说明，

智能公交卡数据除了可以定位大规模的城市贫困群体，还可

以了解他们的出行、通勤，以及居住地、就业地方面的多年

变化，这是以往研究无法做到的。该研究成果可以用于支持

福利申请，如申请保障性住房时可对申请人的公交卡进行评

估，识别出极端贫困的申请人，在其命中概率或者租金价格

等方面予以照顾和补贴；也可将研究成果用于公交系统补贴，

将目前粗略的群体性补贴转为基于精细识别的个体补贴。

（3）基于大规模历史资料重建 200 年前的中国土地利用

新数据环境的另一个方面是对大规模历史资料的数字

化、整理和空间化。龙瀛等基于现代耕地格局，在对大量与

耕地相关的历史记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历史耕地重建

模型，对江苏省 1812年的耕地数量和空间分布进行了重建 [43]，

该研究在时间尺度上跨越 200 多年，超过了一般的城市研究。

作为龙瀛等的后续研究，林忆南等以典型历史断面下的

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文献记载、现代统计数据和自

然环境数据等为支撑，采用“结合数量重建进行空间重建”

的思路，尝试构建一套适用于清代中期建设用地（城镇用地

和农村聚落用地）的重建方法 [44]。其中，城镇用地主要基于

城垣周长、城池形态进行数量重建，以历史治所为中心，以

城池形态为控制边界，进行空间配置；农村聚落用地主要基

于农村人口、人均居住用地需求进行数量重建，以潜在农村

居民点重心为中心，考虑用地宜居性和连片性等特征进行空

间重建。江苏省的初步结果见图 4，下一步研究计划将研究

范围扩展到传统农区范围。

2.3  研究粒度的变革 ：从以地为本到以人为本

2.3.1  研究范式

我国过去 30 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粗放

的发展和扩张，相应的规划设计和政策制定往往以各种用地

指标为导向，而对城市居民的真实需求和感受关注不足，导

致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针对这些现象，我国新

型城镇化提出了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的发展模式，小型的

图 3  典型地区的通勤形态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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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改造和再开发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大拆大建”

的发展模式，相应的，城市研究也亟需研究粒度的细化，回

归“人”的尺度。

同时，新数据环境所提供的并非仅仅是扩大的数据量，

还包括数据所反映的城市居民的行为特征与规律，以及人

对建成环境的感觉、情感、经验、体验、信仰、价值判断

等，这些以前难以量化的因素在新数据环境中都可以得到

有效的表达与数理分析 [2]。国外相关研究包括，卡拉布雷泽

（Calabrese）等通过研究 100 万手机用户的位置和通信数据

发现，通话较多的个体在实体空间中更可能出现在同样的地

理位置 [45,46]，从而为预测城市人群移动提供了新的途径；扎

根施耐德（Schneider）等利用多日手机数据发现了城市人群

活动的 17 种基本模式 [47] ；刘伦等利用 Flickr 图片数据分析

了人对城市空间的认知图像，重新阐释了凯文 · 林奇的城市

意象理论 [48]。在我国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具有高粒度特性

的新数据环境也为以人为本的城市研究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在此数据平台基础上，居民行为、活动及其影响下的城市空

间组织和结构的变化，以及社会群体特征、网络、活动等及

其影响下的社会空间分异或融合等课题都可得到深入分析。

2.3.2  研究案例

（1）基于乡镇街道办事处尺度人口数据的中国收缩城市

研究

以往中国范围的人口研究多为县市尺度，龙瀛和吴康发

表在《环境与规划 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中的研

究基于五普（2000 年）和六普（2010 年）的乡镇和街道办

事处尺度的人口数据，发现中国 180 个城市发生了人口总量

和密度的下降，即存在着 180 个收缩城市（图 5）。中国收

缩城市可以根据原因分为四个类型：资源型城市在工业化进

程中出现的局部收缩；传统工业城市工业衰落导致的局部收

缩；欠发达地区人口迁移引发的局部收缩；以及行政区划调

整导致的局部收缩。这一研究发现意味着城市规划中“人口

增长”的基本假设应有所调整，特别是 180 个收缩城市的规

划，亟需从城市规模扩张转向关注居民生活质量。此外，研

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示规划师和决策者，人口向大城市的聚

集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小城市的发展促进政策是否适

合需要因地制宜的客观评价，而非盲目推进。

（2）基于人类活动和移动数据的规划实施评价

以往的城市增长边界评估主要利用遥感解译反映城市扩

张数据，少有研究利用个人层面的数据。龙瀛等利用包括公

交地铁刷卡数据、出租车轨迹、位置微博和照片等多源新数据，

评价北京城市增长边界的实施效果。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有

大量的非正式开发分布在增长边界之外，但增长边界所包含

的区域内容纳了 95% 以上的城市活动和移动，与非正式开发

的比例并不一致 [13]。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非正式开发的使用

程度较低，非正式开发缺少公共服务如公共交通配套等。

（3）全国乡镇街道办事处尺度人口对 PM2.5 的暴露评价

已有关于 PM2.5 的研究少有关注中国精细化尺度的人口

暴露情况。在新数据环境下，龙瀛等收集了全国 190 个城市

共 945 个空气监测站的 2013 年 4 月 8 日—2014 年 4 月 7 日

的每日 PM2.5 浓度值（www.cnemc.cn），还利用中分辨率成

像光谱仪大气气溶胶厚度（MODIS AOD）数据对 PM2.5 进

行插值补充。另一方面，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街道乡

镇统计数据，重点研究全国所有街道乡镇单元的人口 PM2.5
暴露几率和暴露强度风险（图 6）[20]。评估发现，中国人口

加权的 PM2.5 年浓度均值为 68.3 μg/m3，大大超过了国家

图 4  1820 年研究区建设用地空间格局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4]

图 5  2000—2010 年中国收缩城市分布（单位 ：%）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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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 35μg/m3 ；中国人暴露在 PM2.5 污染中的平均天数

为 113 天。中国的 PM2.5 污染集中在三个区域，其中最醒目

的污染区是覆盖我国中东部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为四

个顶点构成的菱形区域，另两个污染集中区域是东北的哈尔

滨—沈阳走廊，以及新疆的乌鲁木齐一带。

2.4  研究方法的变革 ：从单一团队到开源众包

2.4.1  研究范式

众包（crowd-sourcing）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的生产组织

形式，即利用互联网将原先单一机构内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

愿的形式分配给机构外的志愿人员（通常为个人）完成，这

一组织方式可以充分利用志愿者的创意和技能，以更低的成

本、更高的效率完成任务①。虽然开源、众包等概念听来与

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相距甚远，但近两年来随着数据

的开放和北京城市实验室（BCL）等开放研究平台的成熟，

众包模式也在逐渐融入定量城市研究和相关数据平台的构

建（如搜集数据、学术合作、验证研究成果），并体现出优

势。这种众包的城市研究方式有望突破传统的单一团队开展

研究工作的模式，例如针对中国大量存在的收缩城市现象，

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需要大量实地调查，相关工作量大

大超出了一个课题组或单一机构的承担能力，为此 BCL 于

2014 年 11 月发起了“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网络”（http://www.
beijingcitylab.com/projects-1/15-shrinking-cities/），持续跟踪

收缩城市方面的国际研究并开展国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工

作。总体上，新数据环境下，城市研究的工作方法正在由单

一团队向开源众包模式转变。

2.4.2  研究案例

（1）基于开放数据建立城市用地现状图并模拟城市扩张

众所周知，用地现状图数据在我国被严格控制，外资事

务所、大学、规划机构等都难以获得完备的用地现状图数据。

龙瀛和刘伦利用开放数据如道路网络和兴趣点数据，生成了

中国 297 个城市的用地现状图，以了解功能布局、密度和混

合使用程度等方面情况 [12]。研究成果的 GIS 数据通过网络完

全共享，并通过志愿者征集，获得了 10 余个城市的真实用地

现状图，进而验证了利用开放数据推导用地现状图的可行性。

在此研究基础上，龙瀛等基于大量的道路网和兴趣点数

据，利用约束性元胞自动机方法，建立了覆盖全国 654 个城

市，包括 76 万个城市地块的城市增长模拟模型（MVP-CA），
对不同政策下每个城市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进行了模拟 [30]。

模拟结果采用在线交互地图的形式共享在 BCL 网站上，通

过微博进行宣传，得到了诸多用户的反馈，如一些具有当地

图 6  全国乡镇街道尺度 PM2.5 超标比例示意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0]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7296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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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在功能上较之传统研究方法显示出了更强的科学性、

客观性与延展性。随着信息通信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以及开

放数据理念的发展，新数据环境蕴含的各种社会经济文本信

息为定量城市研究的拓展提供了更多可能，也使原先的研究

范式逐渐在数据获取、研究范围以及研究对象等方面不断演

进，我们亟需关注、探讨并把握相关趋势，及时扩展、更新

定量城市研究乃至城市研究的相关方法与理论，在与人文地

理学、城市社会学、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提高

分析和解决城市问题的能力。虽然相关研究在过去一段时间

内取得了大量进展，但我们也注意到以下几点现象，需要在

日后研究中进一步讨论并提升。

（1）数据有偏性问题

新数据的有偏性广为学界讨论，这与大部分新数据的互

联网属性直接相关——新数据大量来自于互联网的积极使用

者，导致了数据在人群和地域代表性方面的偏差。例如利用

位置微博数据进行的城市幸福感研究，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偏

差，包括微博用户的口是心非、自然语言处理的能力约束、

发微博人群的代表性、新浪提供微博 API 的黑箱。这些偏差

使得研究结果的可信性受到质疑。目前应对数据有偏性问题

的研究思路主要分为三种：一是充分利用数据的有偏性研究

特定人群的行为特征，如利用公交刷卡数据研究城市贫困群

体的出行特征，居住地和就业地的变化情况等；二是采用多

种数据研究同一问题，以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定性；三是在承

认新数据有偏性的前提下，采用“盲人摸象”的策略，采用

多组有偏数据相互补充，勾勒出城市系统的完整面貌。

（2）与规划实践的对接问题

虽然定量城市研究在学术领域迅速发展，但相关方法在

规划实践中的应用仍非常有限，尚需要大量探索。这涉及当

前研究的两方面问题：首先，现有研究大多采用短期数据记

录，多现状分析、少远景判断，部分研究仅处于可视化层次，

而少有利用覆盖多年的数据进行远景判断；其次，现有研究

多客观认识、少规划启示，以针对城市系统的现状评价和问

题识别为主，而较少可以用于直接指导规划实践。第一方面

问题和新数据的“新”有关，随着数据的不断积累，研究者

将可以获得更多反映城市演变历程的时序性数据，突破这一

瓶颈。而第二方面问题涉及如何利用新数据环境下的诸多定

量研究成果反哺规划设计，如何利用相关技术方法更为深刻

地、别开生面地、革故鼎新地服务于规划方案的设计和公共

政策的制定。挖掘这一新的分析工具所应发挥的实践价值，

是定量城市研究的关键难点，也是下一阶段相关研究亟需探

讨的问题。

为此笔者与合作者提出了数据增强设计（DAD: Data 
Augmented Design）的规划设计方法论，希望以定量城市分

知识的用户对熟悉的城市的模拟结果进行了评价，指出模拟

结果的可靠与不可靠之处，这对优化模型构建具有较大的促

进意义。

（2）北京主要街道的可步行性评价

茅明睿和储妍在志愿者的帮助下，通过一个展览，邀请

公众通过用不同颜色的图钉扎针的方式绘制“北京城市街道

环境评价”地图，共收集了 1 600 多个正面、负面评价点 [49]。

基于公众的评价结果，研究者对正负面评价点进行深入分析，

并利用腾讯街景地图，对每个评价点抓取了八个方向的街景

照片，设定了 9 项指标：路面铺装、无障碍性、停车占道、

设施占道、视线遮挡、步行尺度、可达性、魅力空间、绿化

景观，探寻公众对每个地点给予正面评价或者负面评价的原

因，分析公众对哪些评价指标更敏感，以及根据不同评价指

标，发现北京不同区域、不同街道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

步对每个差评点给出有针对性的设计建议，通过匹配与其相

应指标得分相反的正面评价路段及街景图给出每个差评点改

进的参考示例。

（3）中国 1 km2 网格的数据共享计划（徐霞客计划）

与城市有关的数据正日益增多，且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

方面，而城市研究者正在尝试透过非传统城市数据加深我们

对城市的理解。但由于很多数据过于精确，往往涉及隐私和

数据持有者的核心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发起了一个

中国范围内的 1 km2 网格尺度的微观数据平台 SinoGrids，提

供指南和工具，协助大规模微观数据持有者将其数据汇总到

1 km2 网格尺度并上传到 SinoGrids 平台，进而形成一个“众

筹”的中国基础数据平台（http://www.beijingcitylab.com/
projects-1/14-sinogrids/）。

尺度上来说，1 km2 是既能够开展城市间区域分析也能

够进行城市内部研究的尺度。同时，SinoGrids 将以众包的

形式进行数据开放，我们将网络上公开的或者学者贡献的数

据（微博签到、出租车轨迹、交叉口数量、公交站点的数量、

照片等）汇总到 1 km2 的规模上，然后在 SinoGrids 平台上

进行公开。也就是说，平台将会显示每平方公里网格的微博

总量、照片总量、公交站点等数据。同时，平台上将一直保

持最多最全的指标和数据指南，方便公众使用。有数据资源

的人一方面可以利用我们的网格来贡献自己的微观数据，另

一方面可以利用其他人贡献的数据进行区域分析、城市研究、

规划咨询、公共参与等。SinoGrids 将是一个公众的、开放

的城市数据平台，希望能够为我国研究者的定量城市和区域

研究工作提供全面且透明的数据支持。

3  结论

定量城市研究作为一种服务于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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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为驱动，通过数据分析、建模、预测等手段，为规划设计

的全过程提供调研、分析、方案设计、评价、追踪等支持工具，

以数据实证提高设计的科学性，并激发规划设计人员的创造

力。DAD 利用简单直接的方法，充分整合新旧数据源，强

化规划设计中方案生成或评估的某个环节，易于推广到大量

场地，同时兼顾场地的独特性。DAD 的定位是现有规划设

计体系（标准、法律、法规和规范等）下的一种新的规划设

计方法论：它不是艺术设计的背叛者，而是强调定量分析的

启发式作用的一种设计方法，致力于减轻设计师的负担而使

其专注于创造本身，同时增强设计结果的可预测性和可评估

性，属于继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
地理信息系统（GIS: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和规

划支持系统（PSS: Planning Support System）之后的一种新的

规划设计支持形式（详见龙瀛和沈尧的研究 [50]）。

基于新数据环境，特别是大数据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

被质疑规划理论的缺失，相关研究缺少相应规划理论的支撑。

但事实上，定量城市研究的理论支持充分与否与采用的数据

类型并无直接关联，基于传统数据的研究也可能存在同样问

题，取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3）与规划学科发展的互动问题

可以看到，定量城市研究，特别是新数据环境下的相关

研究所要求的研究者知识背景与传统规划知识体系存在明显

差异，这也涉及当前研究与规划学科原有体系如何相辅相成

的两方面问题。首先，定量城市研究在采用创新性数据与方

法的同时如何为规划学科核心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如何利用

新数据揭示出更多传统数据和方法难以应对的城市运行内在

规律，是相关研究应关注的问题。其次，未来规划院校的学

科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是否需要有所转变，以应

对学科发展出现的新现象和新趋势，也是学界需关注与讨论

的问题。目前世界上大多数规划院校并未将定量城市研究作

为规划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调整规划教育体系并非易事，

需要若干年的时间，还需要许多其他转变同时发生，如教育

体系的转变需要规划院校教师人才结构的转变，即引进更多

可能来自其他背景的具有相关知识的人员 [1]。

随着我国城乡规划成为一级学科，高等学校城乡规划学

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编写的《高等学校城乡规划本科指导性专

业规范（2013 年版）》规定的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所需掌握

的知识点，增加了多项定量城市研究相关的内容，如城市系

统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城市模型建构方法和城市模拟

技术等，我们期望这一举措对促进定量城市研究在城乡规划

与设计中的应用起到有益作用。

感谢王斌喆对本文语言进行的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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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有生命的建筑来讲，建设场地本身预先确定了

它的全部建筑特征，气候对那些建筑特征做出调整，有效的技

术手段限制着那些建筑特征的实现；功能影响那些建筑特征。

所有建筑物的不同之处只是个性和内容。在“广亩城

市”里，建筑没有身份上的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任何权威定

论可以左右建筑模式或风格，没有太大或太小，太多或太少

的规模区别。对于所有建筑物来讲，质量完全相似。先看到

的，后看到的，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最好的。

 “广亩城市”的建筑布局没有明显重复，用节奏替代重
复。在需要用排和列的布局来实现整体和谐的地方会出现排

和列，但是，除非种植和栽培上需要，或需要有承担隔离功

能的墙壁，否则是不会出现排和列的布局形式的。

“广亩城市”的基本形体形式可能是生长出来的，生长不

是纯粹的偶然变化，生长是整个生命内部模式的外化。生命

特征展现的就是生命的内在模式。生命本身具有各式各样内

在完美的形式，需要建筑师去挖掘出来，变成外在的形体形式。

生态环境——“广亩城市”强调多样性的统一，种植各

类植物是必要的，用种植植物来实现形式上统一。在一些特

殊地块或成片的地块单元，通过简单的政府补贴，种植树木，

既美化了环境，也以此划分出各种各样的分区。不要沿路成

排种植行道树，这样会破坏了视野。但是，在与道路垂直的

方向上，可以成排或成片种植树木。五针松、核桃、白桦、

山毛榉、冷杉都是很具有实用价值的树，还有果树和坚果树，

当它们成熟起来，会产生经济收益，也会形成整个城市的特

征，增加幽静和舒适的感觉。在河边开发一个公园，草坪上

开满了鲜花，种植成排的树，随着树木的生长，从地面上的

花朵开始，逐渐形成层次，以此形成公园的边界。为了避免

噪音，在社区的一端建设一个音乐公园。使用大型露天体育

场，展开群众体育活动和节日庆祝活动，建设动物园、水族

馆、植物园和艺术馆。

如果读者感兴趣，可以看看赖特制作的那个著名的“广

亩城市”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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